
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
———从民国 《定海县志》到 《鄞县通志》

唐燮军

　　提　要：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发育于编撰民国 《定海县志》期间，成形于主修 《掖县新志》之时，最

终定型于总纂 《鄞县通志》的过程中。它的形成，既深受 《宝山县续志》等新型方志的影响，又是自觉向传统

学术汲取养分的产物。也因此，它不但表现出中西兼有、新旧杂陈的显著特征，更是民国方志编纂者日趋理性

地探寻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相平衡的具体例证。

关键词：民国 《定海县志》　《掖县志例目草创》　《鄞县通志》　编纂思想

慈溪官桥人陈训正 （１８７２—１９４３）在所作 《哀冰集序》中自称： “少日自负许，谓士生斯

世，诗文而外，自有事业在，故偶有所述，辄弃去，不甚爱惜。今已矣！四十、五十，忽忽无

闻。自念生平，舍此无复高世，因立斯集。”① 然而，尽管陈氏不愿仅以文士终其一生，但其平

生最值得称道的 “事业”，却是当年 “不甚爱惜”的诗文，以及偶然涉足方志之林而主持编纂的

《定海县志》《掖县新志》和 《鄞县通志》。

１９８４年，陈训慈在整理其堂兄陈训正 《晚山人集》时，将作于１９４３年的旧稿增订为 《陈君

屺怀事略》；而在稍前的１９８３年冬，赵志勤 （陈训正孙女婿）亦尝应地方政协之征稿而撰就

《陈屺怀先生事迹述略》一文。② 这两篇缅怀惦念之作，在时隔多年后，引发了若干学者研讨陈

氏方志编纂思想的热情，并涌现出 《〈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

档案为中心》等论作。③ 然而，除周慧惠此文从经济史角度切入而不乏新意外，其余成果无论是

柳建军 《从民国 〈定海县志〉、〈鄞县通志〉看陈训正的方志思想》④，抑或沈松平 《从 “当代

方志的雏形之作”——— 〈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⑤，大抵只是对赵

志勤相关论说的进一步细化，而且如同 《陈屺怀先生事迹述略》，既未动态考察陈训正方志编纂

思想的形成过程，又涉嫌高估陈氏的方志成就及其学术地位。

一

定海虽在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纂成 《定海厅志》３１卷，但在民国元年 （１９１２）改厅为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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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正：《天婴室丛稿》之四 《哀冰集》，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６３），台北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２年，第１８７页。
按，陈训慈 《陈君屺怀事略》的新增内容，一是对陈训正方志成就的引申，二是对陈氏 “一生之总的精

神”的概括；《陈屺怀先生事迹述略》后经陈训慈补缀润色，１９８４年发表于 《浙江文史资料》第２７辑，并
更名为 《宁波光复前后的陈屺怀》。详参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１９８５年抄本。
参见周慧惠：《〈鄞县通志〉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浙江档案》２０１６
年第５期。
柳建军：《从民国 〈定海县志〉、〈鄞县通志〉看陈训正的方志思想》，《浙江方志》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沈松平：《从 “当代方志的雏形之作”——— 〈民国鄞县通志〉看陈训正对传统方志学理论的超越》，《黑龙

江史志》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风政推暨，非复旧观”①，确有重修地方志的必要。事实上，早在民国９年，就有王亨彦、汤浚
等乡贤勉力为之，几乎同时撰成 《定海厅志校补》《定海县续志》《定海县新志》和 《定海厅续

志》，唯因经费短缺而未尝刊行。② 降及民国１２年春，沈任夫、程庆涛、贺肕唐、张康甫、孙弥
卿这５位旅沪定海士绅，复以 “《定海厅志》修于清光绪八年，迄今四十余载，人事变迁，已不

适用”③ 为由，聘请陈训正和马瀛重修县志。

据 《鄞县通志·编印始末记》记载，旅沪定海士绅在发起重修 《定海县志》之初，本拟邀

约邑人马瀛主持其事，但彼时马氏正任职于上海商务印书馆， “无暇兼顾，乃介绍陈训正于乡

人，而自任非异地人所能编之 《风俗》、《方言》二门”④；其言下之意，便是陈氏之所以被聘为

《定海县志》主纂，完全得益于其堂妹夫马瀛的引荐。《编印始末记》这段追述，虽涉嫌贬抑陈

训正⑤，却可能是不争的事实。

陈训正出生于一个通过长途贩卖茶叶于浙赣两地而致富的 “中人之家”⑥，但其父陈懿宝在

光绪六年 （１８８０）的早卒，尤其是乃祖陈士芳在光绪十二年的去世，既使得陈氏家境每况愈下，
也使得１５岁的他不得不弃贾业儒。此则 《陈训正行述》言之甚明：

曾祖考以贸茶起家，欲府君世其业，议令入宁波某钱肆为徒，已成约矣，而曾祖考又

弃养，某肆遽爽前约。时先三叔祖考依仁公甫弱冠，府君才 （十三）［十五］龄耳。地多

无赖，戚族失援，叔侄茕茕，相依为命。依仁公卒以家事琐屑自任，而命府君专心

读书。⑦

弃贾业儒后陈训正的人生轨迹，大体上可分为３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８８６—１９０３年。这期
间，陈氏虽学为科举，并在光绪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考中辛壬并科举人⑧，但对科举考试并无好
感，转而以传播新知、启迪民智为己任⑨，为此东渡日本采购科学名著，并约上海 《通社》诸

同好加以 “分类移译，成 《通社丛书》数十种”瑏瑠。第二阶段：１９０４—１９１１年。在此一阶段，
陈训正始则借助宁波知府喻兆蕃的赏识和重用，以宁波府教育会为平台，致力于兴办、改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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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磈：《定海县志·叙》，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卷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

上海书店，１９９３年，第３８册，第４３３页。
参见民国 《定海县志》册四丁 《艺文志·书目 （旧志附）》，“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
第５５２页。
民国 《定海县志》卷首 《附记》，“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４５０页。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 《编印始末记》，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影印本，第３页。
《编印始末记》之所以贬抑陈训正，很可能是因为陈氏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间，罔顾时局艰难而假公济私，抽
印其所纂 《鄞县通志·文献志》中的人物编。今宁波天一阁所藏相关书札 ９通 （跨度 １９３８５２２—
１９４０３１５），较为详细地记录了人物编的编印过程，详参周慧惠：《临时抽印本 〈鄞县通志人物编〉编印始

末考———以天一阁藏致马涯民信札为史料》，《图书馆研究与工作》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杨鲁曾：《官桥陈氏族义田会记》，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天婴诗辑·附录》，１９８８年抄本。
陈建风等：《陈训正行述》，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卷１，团结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３页。
参见陈建风等：《陈训正行述》，卞孝萱、唐文权编著：《民国人物碑传集》卷１，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２—２５页。
参见沈松平：《陈训正评传》，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１页。
陈训正：《钱君事略》，《天婴室丛稿》之六 《逃海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６３），第
２９５页。



类新式学堂，而后又在继续从事教育管理工作的同时，开始涉足政界，于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当
选为浙江省谘议局议员①；且逐渐走上革命道路，最终以宁波同盟会副会长、保安会副会长的

身份，全程参与辛亥宁波光复之役。② 第三阶段：１９１２—１９２３年。尽管陈训正既是辛亥宁波光
复的功臣，又有强烈的从政意愿③，却由于受到排挤，始则从宁波军政分府的财政部长降为参议

员，不久又被迫辞职，从此主要活动于宁波、上海两地，并重操办报、兴学两旧业。这期间，陈

训正因为合作开办私立效实中学、筹建佛教孤儿院、长期主持宁波中等工业学校的关系，而被外

埠纸媒誉为矢志教育的 “地方志士”④。但实际上，这一阶段他对宁波地方教育的贡献远不如

清末。

由此不难发现，陈训正在１９２３年受邀编纂 《定海县志》之前，除已撰作 《鲧论》《燕太子

丹论》《田横论》《汉高帝论》《书 〈魏志·武帝纪〉后》《读 〈史记·苏秦列传〉》等史论外，

既不曾有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和经验，也并未表现出超群的史识与史才。当时的他，只是一个以能

文善诗著称于宁波本埠和旅沪甬商中的落魄文人，并因办学不顺连带影响到他的经济收入和日常

生活，故在其 《天婴室丛稿》中，时或可见诸如 “旅沪二年矣，媚生谄鬼，卖文求活，憔悴生

涯，迄无长进”⑤ 之类的感慨。

二

受聘主纂 《定海县志》，对穷困潦倒的陈训正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也因此，尽管并无编

纂方志的经验，他仍迎难而上，进而在研读７０余种方志的基础上，最终选定由进士出身而又曾
“游学东瀛”⑥ 的钱淦所总纂的 《宝山县续志》，作为 《定海县志》的蓝本：

（定海县） 《志》凡十六门，体裁节目，大半依据近刊宝山县钱 《志》。十年以来，全

国新志，无虑七十余种，独 《宝山志》能不为旧例所拘，去取最录，差为精审，故本 《志》

略遵其例，而参之以马君瀛之主张。⑦

此所谓 “略遵其例”，具体表现为：一是尽管 《定海县志》效仿周济撰作 《晋略》之成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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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各省筹办咨议局·初选举开票 （浙江·各属）》，《申报影印本》第１００册，上海书店，１９８３年，第
７３９页。
参见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文献志》第４册丁编 《故实》之 《辛亥宁波光复记略》，宁波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影印本，第１３３６—１３３９页。
按，虞辉祖 《寒庄文编》卷１《冯君木诗序》（１９２１年铅印本）云：“吾少闻陈、冯之名，后遂相遇，与交
密。前年，余馆甬上，二君亦以避乱寓郡城，吾每与君木访无邪，游城北后乐园，为诗酒之会。吾不善诗，

二君喜以诗相视。无邪尝欲有为，乱后意有所不乐，故其诗多幽沉郁宕之音；君木意量袺然，虽居困而有

以自得，故其诗有萧旷高寒之韵，要皆吾甬上诗人之绝出者也。”

静眼：《之江纪行 （宁波）》，《申报影印本》，上海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５册，第３３０页。
陈训正：《答李审言先生书》，《天婴室丛稿》之七 《庸海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６３），
第２８２页。
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冯成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上海书店，１９９１年，第９
册，第４１３页。
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
第４３８页。



“依类排比，写定六册”①，却不但其内部结构与 《宝山县续志》大同小异，而且在内容取舍上

也不乏相似之处。譬如在钱淦等人看来，“自近世天文、物理日益发明，昔之所谓祥异者，无不

可以学理推测。占候经验，其用亦鲜，然……先民之说，或亦信而有征，似不容遽废”②。而

《定海县志·舆地志》亦谓：“灾异亦气候之一征，虽非其常，要不同荒诞难凭之记述。……占

候由于积验，物理感应，有时而信。”③

二是 《宝山县续志》凡 “各目有变更曩例，或小易名称者，并于每目之下，撮叙缘由，期

易明了”④。《定海县志》则又更进一步，不仅在总目下，甚至在分目中，亦往往用小字按语的

形式，自我交代其构置该目的原因或做其他补充说明。例如 《营缮志》“祠庙”下注曰：

案：旧 《志》祠庙与寺观并列一门，非是。祠庙者，即古之所谓社，人群要约期会之

所托者也。其兴废实系民户盛衰，非宗教徒之寺观比，故记之特详。⑤

三是陈训正等人在编纂 《定海县志》的过程中，坚决贯彻 《宝山县续志》“图表不厌增多，

务求详密”⑥ 的原则，一则 “参酌海关、陆军、水警等图七种”，绘成８幅 “舆地图”；二则根

据实测，绘制 “城厢图”“普陀山图”和包括 “县公署平面图”在内的５幅建筑图⑦；三则设计
制作多达１４７张的各类表格。⑧

也正借由对 《宝山县续志》等７０余种新修方志的研读、拣择和吸收，同时通过自身的修志
实践，陈训正相当自负地提出了 “会通、趋新、质实、简略”的方志编纂理念：

方志之作，意在彰往开来。已往之利病，即未来之兴革也。昔人有言：“善言古者，合

之于今。”故方志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道古虽尚，合今尤亟，理则然已。自来

作者，牵于前志成例，往往墨守局界，详其所不必详，而于地理、赋税、财产、民生、教

化、风俗诸端，反无以会其要。流寓清望，引为土著，穷山恶水，标为名胜，傅会穿凿，难

可穷究，科条舛杂，识者讥焉。⑨

然而，根据这一理念而组织的 《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并未得到发起者的认可；陈训正

也因此不得不在１９２４年春致信镇海遚浦人余岩，恳求章太炎的这位高足，帮他从章先生那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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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
４３３页。
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９册，第６３９页。
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舆地志·气候》，“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０
年，第７５号，第１１１页、第１１３页。
钱淦：《宝山县续志凡例》，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９册，第４１８页。
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例目》，“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７５号，第１０页。
钱淦、袁希涛纂：《宝山县续志》，钱淦序，“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９册，第４１４页。
参见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
第４３３—４３４页。但不知何故，在今民国 《定海县志》中，未见有８幅 “舆地图”。

另有１张民国元年定海县警察署组织机构图和拟立而未立的３表 （《各区村落列表》 《各村落居民氏族表》

《各岛土质成分表》）。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定海厅志》虽多达３１卷、６０余万字，却仅有５表。
陈训正：《例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
４３３页。



得一篇序文，以便平息 “彼中人士”的质疑：

云岫道兄足下：……去岁承纂 《定海县志》，初稿已具。仆为此志，自信能籀 《禹贡》

《职方》之微，而洗 《朝邑》《武功》之陋。彼中人士实鲜识解，见仆所规体裁、节目及去

取详夺之间有乖旧例，颇致骇怪，窃亦无以自明。闻足下数数从余杭章先生游，丹穴久湛，

自发威羽，敢以 《例目》奉教；余一分，并求代呈章先生。……窃念章先生海内弘硕，一

言之重，足以坚人信而祛众惑。倘因足下之请，惠赐一叙，俾仆之撰述得伸于已，悠悠之口

有所沮折，万幸万幸！①

平心而论，“彼中人士”的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这首先是因为 《定海县志》在谋篇布局上，

不但 “有乖旧例”，甚而时有失误。例如为强调渔盐这一定海地方特色产业而设置 《渔盐志》，

其用意固然无可厚非，其内容却与 《物产志》多相抵牾。此外，视电灯为交通业的有机构成而

列入 《交通志》②，将 《关于各项公产之碑记》附录于 《财赋志》末③，在 《物产志》中表列

“兽害”④。诸如此类的设置，表明陈训正虽勉力趋新，却显然尚未彻底完成新旧学术转型。

其次，是因为 《定海县志》无论文本、地图抑或表格，皆未能超越 《定海厅志》：第一，

《定海县志》固然遵从宁波方志自宋元以来偏好做原始察终式考述的编纂传统，该书的叙事年限

也因此上溯至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 （７３８）定海设县之始，下逮民国１３年 （１９２４），但因过分追
求简略，故其叙述完整性明显不如 《定海厅志》。第二，陈训正在 《定海县志·例目》中，曾对

《定海厅志》卷１—３所列诸图大加鞭挞：“案旧志县图，轮廓才具，山高水深，礁滩航线，皆未
尝著列。分图较详，山川、营建，尚具型范，而标识陈腐，未适时宜。署宇、祠庙各图，率皆意

绘，方位距离，绝少准则。”但此类指责却与实情相去甚远，例如 《定海厅志》卷２的２８张舆
地图，就莫不采用开方计里的网格绘图法，加以精心绘制而成：

案：《康熙志》，县境全图虽具，洋面在内而山海错杂，稽查倍难。今详加考核，除陆

路外皆用开方，每方十里，明礁作圈，暗礁作十，而碍于行舟之处则加点，俾阅者了如指掌

云。下分图二里开方。⑤

返观 《定海县志》册首所列２３图，不是平面建筑图，就是拍摄的照片，较诸 《定海厅志》各

图，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第三，在 《定海县志》的１４７张表格中，诚然不乏诸如 《全境船埠一览

表》《全县盐产地列表》《十年以来主要食用品价格比较表》之类的佳构，但仍有不少表格，或如

《历代建置沿革表》，因过于简略而不足以全面反映定海行政建制的历史变迁；或如 《展茅区祠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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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陈训正：《与余岩书》，《天婴室丛稿》之八 《庸海二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６３），第
３４９—３５１页。
参见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４９４页。
参见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５０４—５０６页。
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５２３页。
史致训、黄以周等编纂，柳和勇、詹亚园校点：《定海厅志》卷２《图二·舆地全境图》，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第１４页。此外，《定海厅志凡例》亦云：“开方计里，推表山川，绘图之法也。……旧 《志》县

境有图，县治有图，学宫有图，村庄亦各有图，图实较他 《志》为备。惟绘之之法，尚有未谙。今纂新

《志》，专属一人遍历地界，得其纵横广袤里数，缩诸篇幅，而以开方行之，庶不失古人绘图之意。”



一览表》，理当与其他区域的２０个 《祠庙一览表》合而为一；至如 《人物志》设１０表以分类甄录
历代人物的这一措置，更是大可商榷，因为在这１０张表格中，人物的籍贯、生卒年、生前行迹等
信息，都已被省略到难以再省，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诸如 “有功德于乡者”“列女”“游寓”之类

的标签。或许也正有鉴于此，余岩 （包括章太炎）对于陈训正的来信，未尝予以任何答复。

三

大概就在致信余岩的同时或稍后，陈训正又将 《定海县志·例目》邮示其堂弟陈训慈的业

师柳诒徵，随即得到柳氏大力推崇：

……陈君无邪、马君涯民，淹综史坟，贯以新知，近纂 《定海县志》，示以 《例目》。

列志十六，分目七十，表纪传录，若网在纲，大氐袭故者十之二，创制者十之八。纵极天

人，衡浃海陆，社闾之会，米盐之产，黉序之政，教宗之枢，邮置走集，邸阁息耗，生齿盈

緾，主客辜较，计吏所上，瞽史所谕，罔不甄综，明其消息。盖虽区区一地之志，驭以龙

门、夹說之识，且究极其所未备，诒徵读之，叹观止矣。……斯志特崇民质，旁行斜上，义

据通深，摅词述事，兼以笃雅，盖所谓损益得中、质文交胜者也。世有君子，当就是求史裁

矣。甲子夏六月，丹徒柳诒徵。①

柳氏对 《定海县志》的推崇，是否有助于平息 “彼中人士”的质疑，因史载阙如而不得其

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基本上框定了此后对 《定海县志》的评判基调，例如黄侃在作于民国

２０年 （１９３１）９月的 《陈玄婴先生六十寿序》中，不但断言 《定海县志》是一部足以傲视群志

且又贻范将来的杰作，更认定陈训正是重修清代国史的合适人选，《玄婴诗辑》录其词曰：

……数年前，侃始得读先生所撰 《定海县志》，观其编制条例，迥异于向来郡书、地理

之为。……盖昔之方志，畸于考古，而此则重于合今；昔之方志，质者则类似簿书，文者又

模袭史传，此志详胪表谱，位置有方，综叙事实，不华不俚；昔之方志，无过乡闾之旧闻，

此志则推明民生之利害，使域中千余县皆放此而为之，不特一革乡志、国史之体制，实即吾

华国民史之长编。…… 《清史稿》初出时，偶获流览，颇病其局守旧规而不知变，于清室

非信史，于新国为谤书，诚欲考知此二百余年里之事迹，将茫乎无所依准。国家果思垂不刊

之文于后，自非征集备三长者以从事，则必无以易前之失。如先生者，能为乡史示准绳，即

能为国史成型范，此则在位者所未宜忽忘者也！

即便是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责编，虽对 《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有所异议，却也仍以

正面评价为主：

全志于列表一道，可谓畅乎其用，惟偏重太过。于 《人物》不免阙略，于 《列女》亦

列表不立传，以为 “贞孝之德，大都从同”，实则世俗贞烈节孝传略，固多千篇一律，且率

出俗手，鄙俚无当，然节烈事迹，倘能择尤纪载，要足以存信史而昭激劝，似未可以概从简

９４浅析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

① 柳诒徵：《跋》，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５９１页。



省也。至于谊例之精要，载笔之简洁，要足为后来方志学家之楷模。①

与此同时，柳诒徵对 《定海县志》的推崇，不但激发了陈训正进一步探求方志编辑理论的

热情，而且使得他在短期内成为远近闻名的方志专家。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陈氏于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６月接受掖县县长应季审的邀请，负责续编掖县地方志②，尔后又在民国２２年１月被聘
为 《鄞县通志》的总纂。③

民国１７年 （１９２８）元月，陈训正纂成 《掖县新志》２０卷。这部方志虽然早在１９３２年就已
毁于韩复榘与刘珍年这两大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④，但从残存至今的 《掖县志例目草创》来看，

仍不难发现其编纂原则，与陈氏当年纂述 《定海县志》时的主张已有所差异。这类差异，首先

表现为：陈训正在编纂 《掖县新志》时，虽仍大力倡导 “会通、趋新、质实”，却已不甚讲求

“简略”：

方志之作，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为先务。改国以还，运殊风变，纪载之道，古不如

今，虽章实斋、恽子居复生，不至墨守其义例，势有然矣。民国十余年来，新修县志不下八

十余种，然皆例目乖舛，不合于时，无足依据。惟宝山县钱 《志》，稍参新例，拙著 《定海

县志》，更引其绪而广之，穷古往今来之蕃变以会其通，推天行人事之奥衍以治其究，体裁

节目，断然创始，要能自成其义例。⑤

在谋篇布局上，陈训正虽仍乐意选用当地新修方志体例，但已更倾向于独立构思，最终在兼

取新旧方志义例的基础上，将 《掖县新志》的内部结构分为方舆、政教、食货、人物、艺文５
门，并殿以 《文献汇述》：

近见 《泰安新志·编辑则例》，定为 《舆地》《政教》《人物》《艺文》四门，四门中分

类别目，要而不烦，洵足示民国县志之范，宜援用之，以为本纂之根据。更参用 《定海志》

例，增 《食货》一门，凡关于人民资生事项之统计，皆入之。要之，编纂大意，务求质实

有用、取征后来，叛古之诮，所不辞也。又案 《人物》《艺文》两志，指在阐扬，似以博取

为当，然为义例所拘，往往不能尽辞。兹别辟 《文献汇述》一门，附于志余，亦实斋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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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按，１９３４年８月，陈训正以 《定海县志序目》为题，将 《定海县志·例目》发表在由陈训慈主管的 《浙江

省立图书馆馆刊》第３卷第４期。刊发时，责编以按语方式在篇首加了这段评论。而在１９３３年４月，陈训
慈曾在该刊第２卷第２期发表 《浙江之县志与省志问题》，内称：“陈氏 《定海志》借鉴 《宝山》，自定体

例，简以驭博，表以芟繁，既为全志之特色；而如 《渔盐》则特辟为志，藉彰民生，《方俗》于备述风俗

外，详考一邑之方言，进足以通之于浙东诸邑，尤皆为他志所未见。”

参见陈训正：《天婴室丛稿》第２辑之二 《北迈集序》，１９３４年铅印本。
参见陈训正：《编印鄞县通志缘起》，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 《编印始末记》小字注，

宁波出版社，２００６年影印本，第２—３页。
按，《烟台晚报》２００８年３月２３日第１８版 《稿本 〈掖县城区详图〉》云：“自民国１５年６月设局，至民国
１７年１月，始成底稿２０卷，内附总、分详图２５张，名曰 《掖县新志》。乃于２１年地方?扰 （亦即１９３２年
韩刘之战），《新志》稿本全被炮燃，毁于兵。”

陈训正：《掖县志例目草创》，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 《编印始末记》小字注，第４页。



所许也。全志都为五门，其节目条附于后，俾采访有所持循云。①

同时，陈训正开始真正重视实地调查、采访，并为此在１９２６年６月和９月两度北上，辗
转奔波于青岛、掖县等地收集史料，并因此留下了 《旅次青岛》《掖城怀古》等 ２３首纪游
诗、词。②

假如说 《掖县新志》的纂成，标志着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成形，那么，《鄞县通志草创

例目》的问世，则意味着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基本定型。继 《掖县新志》五志并列之后，陈

训正又将 《鄞县通志》的内部结构，扩展为 “分之则通古今，合之则通人物”③ 的六志，这

一谋篇布局及其单独成编、随编随印的处置方式，应当他是精深评估时局后所采取的未雨绸

缪之策：

陈训正知此巨著殆非 （抗日）战事爆发以前所能结束，于是商同 （编纂主任）马瀛，

将 《鄞志》区为 《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六志，各自为书，各有

起讫，各载序目，使一志编成，急付剞劂，庶不致全功尽废。故 《鄞志》体裁，又属新创，

不特非寻常县志所可比拟，亦与 《定海》《掖县》两志有出入也。④

基于对 “方志之作，与时俱进，无义例可守，且各县地方性未必尽同，人民特殊风趋，今

昔迁嬗，往往而异，故志之体裁节目，当随时地为增损，不能划一”⑤ 的这种认知，陈氏既规划

创设了 《舆地志》氏族目、《工程志》等新颖类目，又将旧式的 《食货志》改造成为名称不变

但内容全新的门类，诸如此类的构思，尽管后来并未为参纂者悉数承用，却也大体上确立了

《鄞县通志》的叙事框架。《鄞县通志》所采用的民间集资、集体编纂、分工合作的运作模式和

采访调查、测绘考验、整理统计、编目纂辑、排印校勘的工作流程⑥，较诸 《定海县志》《掖县

新志》，不但规划更细密，而且运转更高效。

陈训正方志编纂思想的定型，就其成因而论，不能不主要归功于他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１年间的从
政经历。在此期间，陈氏始则于１９２７年４月被任命为浙江省省务委员会委员⑦，继而在１９２７年
１１月至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９３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１年４月，两度就任杭州市市长⑧，终于１９３１年６月
任职国民政府文官处参事。然而，陈氏不但每次任职历时短暂，且其行政作风据说比较保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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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陈训正：《掖县志例目草创》，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 《编印始末记》小字注，第４页。
参见陈训正：《天婴室丛稿》第２辑之二 《北迈集》，１９３４年铅印本。
柳诒徵：《鄞县通志序》，柳定生等编：《柳诒徵劬堂题跋》，（台北）华正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１１９页。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 《编印始末记》，第４—５页。
陈训正：《鄞县通志草创例目》，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首册 《编印始末记》小字注，

第５页。
天一阁博物馆所藏 《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表附单据粘存簿》，对此颇有记载。详参周慧惠： 《〈鄞县通志〉

编纂详探———以天一阁藏鄞县通志馆收支报告档案为中心》，《浙江档案》２０１６年第５期。
参见 《省务委员会正式成立》，《时事公报》（宁波）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２日，第１张第１版。需要指出的是，这
一任命看似突兀，实则必然。因为当时，其堂弟陈布雷开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陈布雷回忆录》（东方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０页）言之甚明：“回首民国十六年四月间，偕其大哥屺怀谒蒋介石于此，当张静江
面，蒋公称其文婉曲显豁，善于达意。以此因缘，浮沉政海于兹凡二十一年矣。”

参见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１９８５年抄本。



因此备受疵议，如赵晨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长》① 云：

杭州市政府于１９２７年国民革命军光复杭州后建立……首任市长邵元冲……同年十一月，
邵元冲另有重用去职，继任陈屺怀也以省府常务委员的名义，兼任杭州市市长。……陈屺怀

接任后力持撙节，不但量入为出，而且还要弥补邵元冲追随 “特别市”的亏空。陈是个保

守派的人，他接事后常对人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陈是慈溪人，起用了许多同乡人

（宁波府属各县，如秘书主任方聘三、社会科长吴□等）。一些杭州人讥讽说：“杭州市政府
变成宁波市政府了。”②

尽管如此，这５年的宦海生涯，仍不无积极意义———既丰富了陈训正的人生阅历，又锻炼了
陈氏的组织能力，更使得陈训正日益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才情其实并不适合为官从政，“自是遂息

影湖上，以读书著述自娱”③，进而合乎逻辑地将他从官场习得的组织管理经验，运用于对 《鄞

县通志》的规划和编纂，遂有六志的单独成编与随编随印，以及诸如此类的创新之举。

四

陈训正在编纂 《定海县志》《掖县新志》和 《鄞县通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

的方志编纂思想。对此，柳诒徵早在作于１９４７年的 《陈君屺怀传》中，就将之概括为讲求会

通、聚焦民生、突显地方特色、重视图表功能和强调明道资治：

修县志三，曰 《定海》，曰 《掖》，曰 《鄞》。起例征故，必其义之大而是邑之特异于

他郡县者；彰往察今，断断于生计消息，直言之不尽，则扩以图表；纵午回贯，胥前志未

具。一邑也，可方驾异域一国国史，乾嘉以来，名志乘所未有也。……浙东史学炳海宇。史

者本于道而达于政，为艺尤阔，承自姬、孔，非浙之私。自章学诚以史才生清中叶，不敢言

国史，乃寓其意于方志。君之方志，截然出章氏上。第读其所为方志，犹不足尽。君其

“本于道而达于政”，都所著，一也。④

柳氏的这一概括虽已相当精准⑤，但至少仍存在两点缺陷。一是概括不够全面，除上列５条
外，“崇尚团队分工合作”与 “注重实地测绘调查”，其实也是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二是考察不够深入，因而未能觉察陈氏方志编纂思想既渊源有自，其定型更非一蹴而就。

从自今而古的角度来看，陈氏方志编纂思想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３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１９２３年春到１９２４年末，亦即负责编纂 《定海县志》之时。在此期间，陈训正由于缺乏相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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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赵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杭州市长》，杭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杭州文史资料》第５辑，１９８５
年，第５８—６５页。
《时事公报》（宁波）附刊 《五味架》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９日所录芷芬 《陈屺怀先生离杭之去思》，却与此大相径

庭：“慈溪陈屺怀先生，以一儒生，出任杭州首市市长。平日乡人只知先生之文学优长，而不知先生于政治之

循绩，亦有令人钦佩者也。……一年以来，令行政举，市民大悦。”但相比较而言，这类报道可信度不高。

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１９８５年抄本。
柳诒徵：《陈君屺怀传》，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１９８５年抄本。
赵志勤 《陈屺怀先生生平事略》（附录于 《天婴诗辑》）将之归纳为：“志例因而有创，贵在适时，亦复因

地而异。”然则较诸柳诒徵 《陈君屺怀传》之概括，多有未及。



验，一方面不得不重点效仿 《宝山县续志》，用以组织 《定海县志》的内部结构；另一方面，也

得以避免像当时大多数方志编纂者那样 （例如撰写 《龙游县志》的余绍宋）深受章学诚方志思

想的影响，转而直接采用新式编纂体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会通、趋新、质实、简略”的方

志编纂理念。只是陈氏的这一理念，不但仅仅着眼于方志的功用，而且在编纂 《定海县志》的

过程中并未被严格遵循。譬如 《舆地志》中的 《各区村落列表》与 《各村落居民氏族表》，之

所以有目无辞，固然与修纂经费不足有关，却更该是陈氏未能贯彻 “质实”原则而不曾进行实

地调查的结果。① 正是这类认识上的局限和行为上的失误，使得 《定海县志》有志 “趋新”却

又新旧杂陈，意欲 “简略”但终究繁简失中。

第二阶段，１９２６年６月至１９２８年１月，亦即负责主修 《掖县新志》之时。这部由陈训正独

立构思而又独力撰就的方志，虽早已被毁于兵燹而难以具体考见其内部构造，却是陈氏方志编纂

思想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从残存至今的 《掖县志例目草创》来看，可知彼时陈氏

不仅确立了注重实地测绘调查、讲求会通、聚焦民生、突显地方特色、重视图表功能等编纂原

则，且对 《掖县新志》大类目的名称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数量也从 《定海县志》的１６个缩
减到５个 （大类目的内涵与小类目的名称、数量和内容，也理当做有相应改变）；至如 《文献汇

述》的设置，则又充分表明陈训正在坚持 “趋新”的同时，开始兼收并蓄章学诚有关方志宜

“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 《文选》 《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且

“三书相辅而行”② 的理念和做法。

第三阶段，从１９３３年１月到１９３７年春，亦即负责总纂 《鄞县通志》之时。在此期间，陈氏

一方面沿着前一阶段的总体思路，从中西、新旧两相结合的角度努力改进 《鄞县通志》的篇章

结构；另一方面又根据其沉浮宦海的经验，预估时局必将趋于动荡，遂致力于优化编纂、排印等

流程，这既使得 《鄞县通志》在类目设置上更接近于近代学科分类，也为尽快纂成 《鄞县通志》

指明了方向。就在 《鄞县通志》行将脱稿的１９３６年４月，陈训正又被委以主持编纂 《慈溪县

志》的重任③，并随即 “综为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志四十五编”，唯因次年 “抗日战起，

事竟中辍”④，然考其 《慈溪县志草创例目》有云：

兹依据新修 《鄞县通志》立目…… 《鄞志》分舆地、政教、文献、博物、食货、工程

六门，吾邑可省博物、食货二门，以博物附入舆地门之物产类，食货可附入政教门之财务

类，拟定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大目。各大目之子目，亦照鄞例增削。⑤

由此可见，《慈溪县志》即便有幸问世，其编纂体例也因全据 《鄞县通志》为蓝本而缺乏新

意。这就从反向证明，陈训正的方志编纂思想已然定型于总纂 《鄞县通志》之时。

据说民国学者之所以普遍关注方志创新，与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猛烈抨击息息相关，尤其深

受梁氏 “新史学”的核心观念———进化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⑥ 陈训正对方志编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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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事实上，陈训正本人亦尝有 “异县羁旅之士，足迹未亲三乡，耳食不饱腹中”的抱憾。详参陈训正：《例

目》，陈训正、马瀛纂：民国 《定海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３８册，第４３３页。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６《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７１页。
参见 《慈县重修县志，聘陈屺怀为总编纂》，《时事公报》（宁波）１９３６年２月６日，第２张第２版。
陈训慈：《陈君屺怀事略》，陈训正著，陈训慈整理印行：《晚山人集》附录，１９８５年抄本。
陈训正：《慈溪县志草创例目》，《文澜学报》第２卷第１期，杭州古籍书店，１９８７年影印本，第５页。
参见黄燕生：《傅振伦与民国方志学》，《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论的探索，是否也与梁氏的 “新史学”有关，因史载阙如而不得其详，但可以肯定的是，陈氏

确实深受进化论这一外来学说的影响，并据以探讨方志的功用及其走向，如其 《与余岩书》云：

仆窃以为方志之作，所以表著地方文物嬗进之迹，彰往开来乃其先务。而前人最录，博

而寡当，非综核之实，虽以章实斋、恽子居之贤，其所持论，不能无偏，此亦时之风趋使

然，不足怪，不足怪！使二贤者居今之世，成今之书，仆有以知其必不尔也。故?然敢于反

古，尽吾所知而务之，虽未敢自谓创作，要其用心之所至，立一时之条例，矫从前之习尚，

自不同于应声逐响者流。①

此外，见诸 《鄞县通志》，亦有 “脱使土地之上，终古而无人物，则此块然而静者，亦将终

古不离笲蠦之域，进化云乎哉”② 之论断。然而，尽管陈氏乐于汲取包括进化论在内的异域文

明，用以填补自身知识的不足乃至空白，却终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不识等缘故，使得他在涉足

方志领域之初对新型方志的了解，并非源自对近代西方科学新知的直接接触，而是主要通过研读

《宝山县续志》这类深受西学影响的新型方志。

事实上，陈训正非但未尝直接接触近代西方科学新知，而且大致从编纂 《掖县新志》开始，

一方面坚持辗转了解西学并据以探寻志例创新之道，另一方面又日益明显地倾向于从传统学术中

汲取养分，对文献内涵的诠释及其对 《鄞县通志·文献志》的构建，就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郑玄释 “文献”为 “文章、贤才”，较朱熹之训 “典籍、贤人”，厥谊为长。盖三代所

谓 “文”，非仅指简策而言；而 “献”，即识大之贤者与识小之不贤者，非独性行善也。故

“文”之著于文字者，曰典籍，曰金石；“文”之著于语言者，曰俗谚，曰谣歌；“文”之

著于周旋动作者，曰典礼，曰风俗。“献”之产于本土者，曰选举，曰列女；“献”之来自

异地者，曰寓贤，曰职官，曰名宦；“献”之游方以内者曰人物，“献”之游方以外者曰释

道，而以大事纪汇著其遗迹焉。此方志所以详列各门，以供后来者之稽征也。今综核人物、

选举、职官、故实、艺文、礼俗、方言七类，而编为 《文献》一志。③

陈氏方志编纂实践的这一动向，与其说暴露了新旧杂陈如陈训正者的保守心态和卫道本相，

毋宁谓为民国方志编纂者在熟悉西学利弊得失之后，客观理性地探寻方志编纂体例与叙事结构两

相平衡的有益尝试 （惜乎仅止于中西兼有、新旧杂陈）。事实上，至晚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
起，力求中西集成、新旧结合的认知和做法，非但不止方志一端，抑且不绝如缕。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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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训正：《与余岩书》，《天婴室丛稿》之八 《庸海二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６３），第
３５０—３５１页。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文献志》第１册甲编上 《人物一》，第１５页。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鄞县通志·文献志·叙目》，第１页。《文献志叙目》虽非成于陈训正之手，但
既然 《文献志》无论名称抑或框架，均系陈氏所拟定，则 《文献志叙目》对文献内涵的诠释，自当与陈氏

本意相吻合。




